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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的改革开放无疑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之后的

四十年里，中国电影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从单一影院

向多厅影院的变化，从线下娱乐向互联网线上狂欢的转移，以及传统电影公司与

互联网公司的深度融合，所有这些变化全面改变了中国电影的生态，直接促使中

国电影跃升为受世界瞩目的重要市场之一。回顾中国电影四十年的巨变，我们也

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电影发展的特有轨迹，听到中国女性电影人前行的脚步声，她

们步履蹒跚又奋发砥砺，随着中国社会思想的转型、电影体制的巨变走出了自己

的成长之路。在这四十年中，中国女性电影有两个阶段尤为引人关注。第一个阶

段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八十年代，以张暖忻、黄蜀芹、史蜀君、陆小雅等为代表的

女性导演群体，她们在思想解放的整体时代氛围下，从一种自发的女性立场出发，

通过女性人物、女性故事、女性的声音、女性感情的探索回应了时代的发展，为

当时的历史反思提供了独特的女性视角，她们的故事和影像沉淀了时代变迁下女

性特有的感受和思考。从《沙鸥》（1981）《青春万岁》（1983）《女大学生宿舍》

（1983）《青春祭》（1985）《红衣少女》（1985）《女儿楼》（1985）《失踪的女

中学生》（1986）《人鬼情》（1987）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性别意识的萌醒、

对爱情和美的渴望、独立个性的追求。到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到 90 年代，《庭院

深深》（1989）《燃烧的婚纱》《1990》《北京，你早》，将女性题材、女性视角

与经济发展、恩怨情仇的故事编织在一起，前两部作品改编自台湾通俗文学，但

对女性情感和两性关系的探索走出了早期的简单和浪漫，更多地探索了两性之间



的矛盾与冲突。这些作品暗示出经济大潮对女性命运的影响，也是女导演对时代

发展的一种回应。从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西方女性主义开始引入中国，并

逐步扩大影响，这为中国女性导演的性别意识觉醒提供了条件。经过中国电影体

制的转型与重建，从新千年开始，一批更年轻的女性导演以自觉的女性立场登上

商业电影的舞台，李玉、马俪文、徐静蕾、赵薇、薛晓路、文晏等女性导演在文

艺片、青春片、商业片等领域都推出作品，使中国的女性电影以新的方式表现性

别议题，书写社会发展。本文从文本出发，通过重新解读上述女性导演的作品，

描绘中国大陆女性电影人与中国女性电影所经历的历史变迁。

一、 情感启蒙与女性身份重建

中国政治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新的时期，而新时期的开端

是通过历史反思拉开帷幕的，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相呼应，文学艺术上则出

现大量反思历史、揭示心理“伤痕”的作品。《巴山夜雨》（1980）《天云山传奇》

（1981）《牧马人》（1982）《芙蓉镇》（1986）等影片都用情感的挫折、个人命

运的突变、事业的受阻表现极左政治对个人生活的深刻影响，反思了曾经发生的

历史和文化劫难。这一时期的女性导演作品则以女性人物为焦点，通过她们对爱

情的渴望揭示了极左政治对个人情感的压抑，显示出她们朦胧但却强烈的女性意

识，以及对女性身份的思考。

在这些作品中，青年女性对爱情的渴望、追求成为她们个体意识的一个突出

表征。张暖忻执导的《青春祭》无疑是表现女性情感启蒙的经典之作。《青春祭》

改编自女作家张曼菱的中篇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影片的画外音以第一人

称叙事，讲述下乡女知青来到边远傣寨插队的经历。第一人称“我”的讲述将整



部影片笼罩在个人视角之下，而影片开场段落中傣家茂密而富于神秘色彩的树林，

可以看作是她隐秘深邃情感的象征，对面走过来的一个半裸男人，则以突兀的、

侵入的姿态，给她以震惊体验，她诧异的凝视，透露出一丝恐慌。而这种震惊体

验也预示了她内心情感风暴的开始。漂亮的傣家姑娘伊波享受着男性的追求，这

给女主人公“我”带来很大情感冲击，她开始审视个人荒芜的爱情世界，开始对

异性产生兴趣，最终和另外一位男知青产生爱情。插队的傣寨成为“我”情感启

蒙之地，给她的青春爱情留下难忘的记忆。相似的是，《女儿楼》也以第一人称

叙述了部队医院护士乔小雨的爱情悲剧。她爱上了男病号某排长丁翥，在给丁翥

换药时，面对男性半裸的身体，乔小雨被爱情的波涛所淹没。但由于军纪的约束，

两个相爱的男女不得不分开，这场错过的爱情成为小雨心头的一道伤疤。影片表

现了女性对爱情、性爱的渴望，压抑的痛苦，以及身为女性的生活境遇，影片弥

漫着淡淡的忧伤，成为八十年代表达女性情感世界的重要作品。

《人鬼情》也探索了女性的被压抑情感。影片根据河北梆子女演员裴艳玲的

生活经历改编，讲述一个女武生的舞台生涯。秋芸自幼喜爱唱戏，后成长为剧团

的头号女武生，《钟馗嫁妹》是她的一个经典曲目。她在舞台上扮演男性鬼神，

霸气威严，而在日常生活中，她一直压抑情感，常常陷入苦闷的情绪之中。她与

张老师的爱情无法实现，在重新返回舞台时，又得不到丈夫的理解和支持，她必

须在舞台与现实生活之间做出选择。秋芸一直处于舞台角色（钟馗）/现实角色

（妻子、母亲）、男性/女性两种身份的冲突之中，而她在感情上的挫败则让她对

自己的女性身份感到疑惑和痛苦。

《红衣少女》《失踪的女中学生》则塑造了两个“叛逆”少女，通过她们的

“叛逆”展现年轻女性情感、心理的成熟和个人成长的过程，通过她们故事揭示



出时代的变化。《红衣少女》是一部表现女高中生安然的学习和生活的影片，安

然个性突出，她时尚的穿着成为她追求个性的象征，但也成为她受到老师、同学

质疑的理由，成为她变“坏”的证据。影片通过安然对父母的感情的好奇和疑问，

跟姐姐对爱情的讨论这些情节，表达青春少女情感的萌醒，而这种情感的萌醒又

与她鲜明的个性意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失踪的少女》则讲述了中学生王纯的

爱情故事。影片以女主人公王纯的梦境开场，身穿连衣裙的她在天桥上看到一个

女警察，奇怪的是她身上挂着一双靴子，跟自己脚上穿的几乎一模一样。她在梦

中与少女们在草地嬉戏，快乐浪漫，最后看到一个俊朗的男青年，她抬头仰望着，

对方也回她以微笑。导演用梦境表达了王纯少女怀春的情态，而故事主要也是围

绕她暗恋海南音乐学院声乐男生的情节展开，在她的爱情受到母亲的管制和否定

后，她离家出走。在片中，王纯最要好的同学因心脏病晕倒，这让王纯陷入对生

命、对爱情的思考，发生出“爱情是什么”“人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的形而

上疑问。影片通过王纯父母表现了年轻一代与传统的矛盾与隔阂，年轻人对新生

活、自由发展的向往。影片虽然不是第一人称叙事，但也使用了大量的画外音，

直接表达王纯的内心思想波动，因此，表达了女主人公在意识上的一步步觉醒与

发展。在当时的具体历史语境中，表现对爱情的向往、追求、思考，成为反思极

左时代压抑情感的一种重要方式，而在这些女性导演的电影中，对女性情感的描

写尤其细腻，也具有明显的情感解放的特征，这些情感启蒙也表明女性自我意识

的增强。

除对爱情的渴望外，“换装”也是表现女性意识觉醒和重要手段。通过服饰

表达女性身份意识和情感追求，与中国社会的时代变迁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实

际上，回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重大的时代转折和变迁都伴随着人们着装的变



化。清朝和民国时期的交替以剪辫易服为标志，民国时期逐渐形成了现代中国的

服饰体系，长袍马褂逐渐被西装旗袍所代替。新中国成立后，服饰体系又一次发

生重大变化。特别是文革时期，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之下，传统的和民国时期的很

多服装样式都被作为封资修的东西被否定，七十年代，男女老幼多穿朴素的蓝色

制服，性别差异被式样相同的衣服抹平了。在那个时代，“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号召更是促使把女性化的服饰与小资产阶级的趣味划等号。客观地说，从社会政

治地位的角度看，新中国成立后女性处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妇女能顶半边天”

使大多数妇女获得参与劳动和社会生活的机会和权利，但另一方面，男女平等被

简单粗暴地理解为女性等同于男性，而不是为女性提供自由发展的空间。改革开

放之后，女性导演正是通过女性的角色反思历史的得失，讲述女性自身特有的情

感和身份的追求。

《青春祭》中“换装”主题十分明显。“我”原本身穿毫无性别特征的肥大

衣装，女性身体被包裹、掩藏在生硬、粗朴的外衣之下，相比之下，身穿傣裙的

傣家姑娘则用剪裁合体、色彩鲜艳的长裙勾勒出丰满的女性身体线条，尽显女性

的柔美妩媚身姿，傣家姑娘依波漂亮的裙装和自信的模样，给“我”提供了一个

女性的模板。“我”后来穿上傣家姑娘的服装正是表达了她女性意识的觉醒。“我”

在着装改变的同时，内心对异性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影片一开始

通过她对一个半裸男性身体的震惊的反应，暗示出她之前对异性的恐惧和距离感

的话，那么，在影片中间，当她接过这个男人递给她的一只玫瑰花时，则暗示了

她开始接纳异性，对异性封闭的情感开始产生波动。就这样，来自大城市的知识

青年在一个偏远傣寨完成了自己的情感启蒙和女性意识的萌醒，她体验到了异性

的吸引力、异性的情感，也将自己的初恋感觉留在了傣乡。《青春祭》中，“我”



通过私密的、哀伤的爱情体验完成了情感启蒙，借助于少数民族“他者”的美丽

傣裙完成了女性身份的确立。

同样的，黄蜀芹的《人鬼情》也是通过“换装”探索女性的情感，以及她的

身份感。服装对秋芸有特别的意义，在舞台上她身穿男装，扮演男性，现实生活

中，她换回女性服装。影片中多次出现她镜前梳装的画面，对着镜子中的自己，

似乎是在追问我到底是谁的身份问题。有趣的是，八十年代初的这些影片多在服

饰的变化上做文章，服装成为女性意识、女性身份、女性差异性的象征。黄蜀芹

执导的《青春万岁》虽然表现的是五十年代青年人的生活，但开场便用一个横移

镜头表现在河边梳洗、休憩的青年女性们，她们穿着各色连衣裙，显示出青春女

性的活力和柔美。这个镜头借描写五十年代青年女性的生活场景，表达的却是八

十年代初性别意识的觉醒，要表现出女性柔美的外形外貌。《红衣少女》改编自

女作家铁凝的中篇小说《没有钮扣的红衬衫》，故事以一件没有钮扣的式样时髦

的衬衫为核心意象，投射了女性对美与情感的渴望，以及思想观念的冲突。安家

姐妹面对商店橱窗里穿着七十年代流行蓝色制服的男女模特，发出高声的讥笑，

橱窗中的男女模特神情呆板，蓝色的制服没有什么修饰，将性别差异压抑到最低，

他们的装束与安然身上高调的红衬衫形成强烈的反差。但在思想保守传统的人们

看来，安然的红衬衫包含桀骜不逊、有失本分规矩的意味。人们对服饰的不同编

码方式恰好说明了不同时代给人们思想趣味带来的深刻影响。安然正是想通过自

己的努力改变旧有的偏见，为女性的个性发展正名。《失踪的女中学生》在开场

的梦境段落里就用特写镜头描写了一双当时颇为时尚的半高筒靴，在片中，连衣

裙、泳装、当时流行的编织带都具有强烈的时尚感，而这种时尚感正对应了八十

年代时代的变迁，而觉醒的物欲又显示了个人意识的萌发，就女性而言，时尚、



美丽的服饰表达她们对自身性别特征的再认识和新的期许，她们渴望不同于异性

的美，与之前泯除性别差异的男女平等不同，银幕上表达的是对基于差异性的女

性的再塑造。“换装”正是要体现出性别的差异，成为新的女性身份的象征。当

然，这些探索具有强烈的自发性特征，它还缺少对性别差异的更深入的认识，更

多的是在情感压抑的年代结束后，对爱情的玫瑰色幻想。之后，随着西方女性主

义的传入以及社会变迁的深入，这样的玫瑰色幻想逐渐被并更复杂的两性关系、

更自觉的情感探索所替代。

二、 经济发展与女性自立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经历了艰难的转型期，不同阶层开始面临不同的生活

状况，阶层的差异已经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当中。在这方面《女大学生宿舍》是比

较早地开始关注到贫困大学生的问题，将女性与贫困这个经济问题联系在一起。

片中的匡亚兰来自农村地区，依靠奖学金完成大学学业，由于同学宋歌的片面报

道，匡亚兰的助学金被降级，她不得不在码头干苦活，挣钱养活自己。与匡亚兰

的贫困处境形成对比的是，家境富裕的高干家庭子女辛甘乘坐汽车来到学校报到，

母亲为她打点好人脉关系，在物质、人际等方方面面为她搭桥铺路，暗示出权贵

阶层的优势。影片着重塑造了匡亚兰不畏权势，不畏困难的性格，她勇于争取自

己的权益，不怕吃苦，用自己的汗水赢得同学们的赞扬和尊重。影片在展现当时

女大学生的生活和风采时，表达了对坚强自立女性的褒奖。

在《女大学生宿舍》之后，史蜀君拍摄了两部台湾流行小说改编电影，一部

是琼瑶同名小说《庭院深深》，另一部是根据玄小佛的小说《一溪流水》改编的

《燃烧吧婚妙》。两位女作家都以女性视角探讨了女性受伤害的情感，她们在财



富、家产的争夺中寻觅抚平感情伤口的出路。与《失踪的女中学生》中描写的阳

光、浪漫、温情的爱情不同，这两部电影则以废墟、阴谋探究了情感中的晦暗部

分，使女性情感的探讨更复杂、更成熟。《庭院深深》以含烟山庄废墟开场，荒

芜、幽暗、肃杀，暗示了一场毁灭性的情感纠葛。死而复活的章含烟以家庭教师

的身份重新回来，也从一个柔弱女子成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女性。《燃烧吧婚纱》

则是一个弃妇复仇的故事。苏灿云被富家子费南抛弃，独立抚养儿子，后得到女

企业家宋会长的支持，出任企业董事长。在费南遭遇经济困难之时，苏灿云设法

收购了他的资产，最终，走投无路的费南在与儿子相会之会开枪自杀。而宋会长

只所以肯出资支持苏灿云，也是为了借她之手向伤害过自己的夏氏一家报仇。影

片借宋会长之口喊出了“男人都不是好东西”，表达了受伤害女性的愤怒。值得

注意的是，宋会长被塑造成一个“阁楼上的疯女人”的形象，身着黑衣黑帽黑面

纱，面部有烧伤疤痕，她像幽灵一样的出现在苏灿云的面前，两个相见的场景被

置于一个多镜面的环境之中，坐在轮椅上的宋会长穿梭其中，伴以诡异的说话声，

气氛神秘不安。而苏灿云以美丽、干练的姿态和做事风格被塑造成一个精明能干

的女企业家。在情感方面的表现更为多面和立体，在夏若强的追求下，她展现出

女性的娇媚，在费南自杀后，她急切的奔跑透露出内心的复杂感情。

张暖忻的《北京，你早！》描写了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后北京普通人的心态生

活的变化。在一女三男的人物关系中，女主角艾红是一个重要的叙事推动者。三

个男性人物当中，曾追求艾红的同事王朗曾离开车队，在外闯荡做生意，结果带

着脸上的淤青重返车队，公交车司机邹永强对社会的巨变似乎缺少回应，他更谨

慎悲观，不愿意冒险，虽然心理上有所触动，但缺少勇气离开车队，出去自己打

拼。相反，艾红一直想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好友小芸在合资企业上班，工资多，



穿着时尚，令她十分羡慕，正是在生活目标上的追求上，她与邹永强发生矛盾，

产生隔阂，才使她投入假留学生陈明克的怀抱。影片至此似乎是写一个变革时代

的情感悲剧，但在结尾处，艾红又出现在邹永强和王朗的公交车上，她大包小包

地往车上运着东西，跟陈明克一起上了车，她穿着时尚，一副京城“倒爷”的架

势。在影片中，艾红成为一个时代“欲望”的符号，她不掩饰对美好物质生活的

追求，而且敢于冒险，一方面，她寄希望地依靠男性，因此才会追求作为司机的

邹永强和“留学生”陈明克，但结果是男性都没有成为她的依靠，她必须靠自己

的打拼，影片的结尾也正是展示出她倔强不屈的硬朗性格，并通过她描画了改革

开放初期的整个时代的氛围。

这些影片都将经济自强与独立与女性人格上的自立联系在一起，是以女性的

视角审视 和表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变迁，显示出女性导演随着时代变迁的

脚步而不断前行和发展。

三、 商业转型与女性立场

改革开放后中国女性导演创作的第二次高潮是新千年以后涌现的大量青年

女电影人。与上世纪 80 年代的创作环境有所不同，这一批青年女电影人已经或

多或少受到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同时，在电影体制方面又面临着转型之后的商

业化创作环境。她们既有个人表达的需求，又要适应市场化的要求，一方面她们

在传统的文艺片中坚持女性的视角，女性的表达，另一方面适应类型片和市场的

需求，以获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西方女性主义早在上世纪初便传入中国，1902 年斯宾塞的《女权篇》便被

译到中国。西方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第一波女性主义的著述被译介到中国，主张



男女平等，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利，恋受婚姻生育自由、独立的人格，这些女性主

义的主张和讨论的问题都在中国产生了回应和反响。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女性观

的引入将女性的解放与经济的独立性联系在一起，更侧重强调妇女社会性就业，

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生产并创造劳动价值。1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女性正是沿着

这一条社会化、职业化的方向获得解放和发展，支持男女同工同酬，使大多数女

性参与社会劳动。

改革开放后，西方六七十年代盛行的第二波女性主义的成果开始被译介到中

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西方的女性主义为正在寻求个人发展的中国

女性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支持。正如前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女性电影

中，已经明显表达出对爱情、性爱、女性特质的渴望，是对此前简单粗暴的男女

平等的一次校正或反拨。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西方的女性主义的引入再次引发

关注。与第一波的女性主义多关注教育权、选举权等权利上的男女平等不同，第

二波的女性义从社会运动转化为一种批评方法，2特别是在文化艺术领域，成为

意识形态批判的一种武器，既包括文学批评也涉及到电影批评，劳拉·穆尔维的

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的经典文献《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也是在八十年代被译介给

中国读者。因此，从整体的时代氛围看，九十年代以后的女性电影人如李玉、马

俪文、徐静蕾、赵薇、薛晓路、文晏已经能够听到女性主义的声音，对她们的创

作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对女性自身经验的关注是这些新生代女性导演的一个共同特征。

徐静蕾《我和爸爸》（2003）《梦想照进现实》（2004）《一封陌生女人的来

信》（2006）三部电影都是通过一个女性与另一个成熟男性的关系探索女性的心

1 尹旦萍：《西方思想的传入与中国女性主义的崛起》，《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 7 月。
2 关于第二性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请参见荒林、诸葛文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影

响》，《海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2 期。



理、存在感和情感世界。《我和爸爸》中的少女小鱼，被迫接受父亲老鱼的归来，

虽然是一个寻找父爱的故事，但其中小鱼叛逆个性显示了女性强烈的自我意识。

《梦想照进现实》以实验手法，在一个封闭空间里完全以两个人的对白做支撑，

讲述女演员的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同样，改编自茨威格小说的《一封陌生女人

的来信》也是一个少女和一位成熟男性的关系，少女迷恋成熟的男作家，并在持

续的迷恋中完成自己的成长。徐静蕾在改编中通过少女的主观镜头，表现了少女

对男人的观察，她对那个男人的渴望，在女性的欲望表达上更为主动。所有这些

影片都以女性为主体，男性角色作为配角，通过与他们的关系，女性实现对自我

的认识。

与徐静蕾相比，李玉表达出更鲜明地女性主义观念。她的早期影片《今年夏

天》（2001）《红颜》（2005）《苹果》（2007）都聚焦于女性的性爱、身体经验，

因此显示出更强烈的女性意识。在她的影片中，我们已经看不到上世纪 80 年代

女导演电影中对爱情、两性关系的浪漫想像，而是更多展示了两性关系中复杂、

痛苦、灰暗的一面。《今年夏天》中大胆地描写了女同性恋的关系，在北京打工

的小群一直被妈妈催着相亲，但实际上她与小玲是一对恋人关系。在这部影片中，

小群的父母离异，而之前的女友君君则被父亲强暴，上一代不正常的两性关系与

下一代的叛逆与离轨，成为李玉影片反复探索的话题。《红颜》也是这样，影片

讲述十六岁少女意外怀孕，在生活中受到歧视的故事。影片中严苛的单身母亲的

哀嚎表达了一个久被压抑的情感，而小云的痛苦生活更是反衬出传统观念下女性

被束缚的状态。影片灰暗的影调勾勒出了女性内心的苦楚。《苹果》是李玉第一

部进入公映的影片，影片通过苹果被酒醉的老板强奸并怀孕，讲述了两对夫妻之

间的荒唐关系，通过他们不同的社会地位，折射出当下社会的许多问题。这里，



李玉再次触及到女性的身体，围绕生育展示贫富差距、阶层差距引发的荒诞生活。

马俪文则专注描写女性家族谱系故事，探索了母女关系，《世界上最疼我的

那个人去了》（2002）《我们俩》（2005）都是以家庭中的女性关系为主要表现

对象。《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讲的是女作家诃照顾垂暮之年的母亲的故

事。她对母亲的爱、生活的无奈交织在一起，而在这个家庭中，丈夫始终于局外

人的状态，这更突显母女关系的重要。《我们俩》则在租客与房东之间构建起一

种母女式关系，外地女孩与房东老太从磕磕绊绊的争吵，到相互谅解互相关爱，

影片人物简省，主要集中在两个女性人物身上，展示她们之间感情的发展过程。

2010 年徐静蕾的《杜拉拉升职记》获得超一亿人民币的票房，徐静蕾成为

首位进入亿元俱乐部的女导演。 同年，胡玫导演的大片《孔子》也引起市场的

关注。在经过文艺片创作的积累之后，中国女导演也开始在电影市场运作环境下

投入创作。此后，她们一方面保持个人的风格，与此同时也探索更适合电影市场

的类型片创作。

《杜拉拉升职记》仍是以女性人物为中心，讲述女主人在职场打拼的故事，

在创作这部影片时，徐静蕾将宣发营销前置，充分利用广告植入的作用，使影片

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此后，徐静蕾又拍摄了类似的职场片《亲密敌人》（2011）。

同样，胡玫的《孔子》也借鉴了市场大片的运作方式，请著名演员周润发、周迅

为影片的票房保驾护航。进入市场的李玉则拍摄了青春片《观音山》（2011）和

具有悬疑色彩浓厚的《二次曝光》（2012），她借用了悬疑叙事手法讲述了一对

青梅竹马的恋人情感遭遇，女主角宋其一直受幻觉困扰，养父去世后，她一直要

寻找当年母亲被杀的真相。悬疑叙事手法具有很强的市场号召力，这部影片也显

示出李玉借镜类型片，寻找市场突破的努力。



青春片类型受到女导演的青睐。赵薇《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2013）、

李玉的《万物生长》（2014）和文晏的《嘉年华》（2017）都是青春题材的影片。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和《万物生长》都描写了大学校园中的爱情，而在女

性角色塑造上，更突出女性的自主性，前者有郑微对爱情的主动追求，后者有个

性鲜明的医学院女大学生白露和漂亮独立的女孩柳青，相反，男性人物则往往表

现出个性上的脆弱，这不能不说受到女性角度的影响。而最值得肯定的是文晏的

《嘉年华》（2017），影片在青春片的类型中，探讨了少女被性侵的社会问题，

对社会某些组织机构包庇罪犯的行为做出了大胆的批判。同时，导演借用了娱乐

性较强的悬疑技巧，通过叙事上“留白”手法，提高了影片的观赏性和艺术性。

薛晓路则尝试在爱情喜剧片上做出突破，通过《北京遇上西雅图》（2013）

《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2016）获得观众的认可。《北京遇上西雅图》

借镜了美国好莱坞爱情喜剧的手法，通过女主人公的表演夸张和快速机智的对白，

塑造了一个充满个性的“小三”形象，并最终上“小三”走上自觉自重的道路。

影片中的帝国大厦桥段直接借镜好莱坞的经典爱情影片《金玉盟》和《西雅图不

眠夜》。相较于《西雅图不眠夜》，《北京遇上西雅图》在两性关系的探索上还没

有完全走出传统观念的束缚，男性解救者的形象暴露出创作者在思想意识里仍没

有走出父权意识形态的传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女性主义立场的自觉程度

上，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新生代女导演之间尚存有很大的差异。而且，从上述导演

的创作经历来看，她们在早期创作的文艺片里，更多地表达了个人的、女性的诉

求，而在体制性的商业环境下的类型片创作，除个别作品外，大多表达得更为含

蓄、隐晦甚至失去某些锋芒。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看到，表达强烈女性主义意识的女性电影还是在曲折中



前进和发展。除上述的《嘉年华外》，2018 年出自女编剧秦海燕之手的《找到你》

就是一部非常出色的女性题材影片，它通过白领女性李捷和保姆孙芳之间的故事，

探讨了职场女性面临的职业发展和母亲角色之间的冲突，表现了了低层女性的困

境，从主题到人物和叙事都突出了女性的份量，同时，影片也借用了探案类故事

的叙事手法，通过李捷寻找孙芳的过程，一层层揭示事件的原委和真相，达到了

思想性和娱乐性之间的平衡，受到观众的肯定。这两部都昭示出在女性主义的影

响下，中国女电影人的创作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即更深入到女性经验的内部，

表现女性的生活、命运和她们的困境。同时，在商业电影的大环境下，女性电影

人正在努力在主流电影市场上找到她们的位置，发出她们自己的声音。


